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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公平导向的城市医疗设施优化配置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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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医疗设施合理布局及其空间公平性是地理学重要议题，最大可达性均等（MAE）模

型是空间公平导向优化配置模型的重要进展，但已有研究对于模型空间公平测度指标的探讨

仍较缺乏。从公共服务可达性及空间公平内涵出发，选出了国内外研究中常用的10种空间公

平测度指标，对MAE模型的优化目标函数进行扩展。以深圳市医疗设施为例，对这些模型进

行了应用和综合比较。研究发现：① 从空间公平内涵来看，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平均绝对偏差

和帕尔玛比值4个指标较适用于医疗设施空间公平研究。② 从模型优化效果来看，基于方差、

标准差、变异系数、帕尔玛比值、平均绝对偏差和泰尔指数的MAE模型表现较好。③ 综合来

看，变异系数、平均绝对偏差和帕尔玛比值3个指标能够较好地测度医疗设施空间公平，以这3

个指标为目标函数构建改进的MAE模型，能够提升模型优化效果。本文进一步发展了空间公

平导向的设施优化配置模型，能够为医疗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提供科学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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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服务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提升生活质量、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
裕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日益严峻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体现在公共服务的不公平，公平已成为新时代公共政策与空间规划的焦点议题。中国
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因此，提升公共服务配置的充
分性与平衡性，是当前阶段的一项紧迫任务。自“十一五”时期以来，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已上升为国家重要战略，最新编制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针对这一目标的
实现进行了总体部署。

医疗设施等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是地理学经典命题[1-2]。医疗设施空间分布会影响需
求者使用行为及效果[1]，是从空间上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地理学者在公共设
施空间分布特征和布局评价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3]。在空间分布特征方面，已有研究从
不同尺度分析了公共服务资源的分布特征[4-6]，并探讨其动态演变趋势[7]与形成机制[8-9]。在
布局评价方面，很多研究利用基于GIS的空间可达性方法，评价设施布局的合理性与公
平性[10-13]。然而，这些研究只能给出改善布局的定性建议，无法定量确定优化方案。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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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确定设施最优布局，国内外地理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优化配置
（Location-allocation）模型[14-16]。经典优化配置模型通常关注效率导向的优化目标，如P-
中位模型目标为到最近设施的平均出行距离最近[16-17]，最大覆盖模型目标为覆盖需求人口
最多[18]，而位置集合模型目标为覆盖全部人口所需设施数量最少[19]。虽然公平目标的政策价
值突出，但由于建模和求解等难度，空间公平导向的优化配置模型一直是研究难点[20-22]。

最大可达性均等（Maximal Accessibility Equality, MAE）模型[20]是空间公平导向优化
配置模型的最新进展。该模型将公共服务的空间公平界定为在顾及供给与需求人口空间
匹配关系的基础上，各地区居民获取公共服务可达性的差异程度，并通过优化模型使可
达性的地区间差异最小化。由于空间公平问题求解涉及到非线性规划问题，该研究将优
化问题转换为二次规划问题进而求解[20]。考虑到已有研究认为可达性的空间差异或群体
差异能够较好反映公共资源的“机会公平”，通常以可达性的地区差异为基础测度空间公
平[11-12, 23-24]，因此MAE模型能较好地衡量和优化公共服务的空间公平性。MAE模型的理
论基础体现在 3个方面：① 地理学及相关学科对于空间公平理论内涵及测度方法的研
究；② 作为MAE模型基础的可达性概念，是地理学中对于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空间相互
作用的综合表述；③ 空间优化研究关注公共资源空间配置如何达到最优的整体福利水平。

自2013年提出以来，MAE模型迅速得到了大量应用和发展。Tao等[25]将MAE模型应
用于养老设施优化配置研究，并引入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算
法来提高求解效率，并后续探讨了基于预测人口的优化研究[26]。Wang等[27]探讨了设施区
位的优化问题。Li等[28]基于MAE模型提出了一个两阶段的优化方式，其中第一阶段优化
设施区位，第二阶段优化设施资源规模，发现区位优化提升空间公平的效果更显著。
Luo等[29]将传统效率导向的优化配置模型与MAE模型相结合，提出了“提升空间可达性
的两阶段优化（2SO4SAI）”方法，通过两阶段的优化兼顾效率与公平目标。戴特奇等[30]

将MAE模型应用于学区配置优化问题，针对“多校划片”随机入学方式中的学位分配进
行公平导向优化。Dai等[31]进一步引入概率方法来衡量就学机会。Liao等[32]结合就学机会
空间公平性和缩短就学距离两方面，构建了多目标优化模型。Li等[33]则着重关注空间效
率和空间公平之间的权衡关系，并将两阶段优化模型与区位选择和资源优化同步优化模
型进行比较。空间公平的测度指标是MAE模型的关键。在最初构建的MAE模型[20]中，
采用可达性的方差来测度空间不公平程度，优势是能够转换为二次规划问题进行求解。
随后的应用[25, 28-30]中都沿用了这一空间公平测度指标。然而，正如王法辉等[21]指出，方差
指标对异常值较为敏感，亟待研究不同空间公平测度指标的差异。事实上，空间差异与
空间公平的测度指标研究非常丰富[34-36]。这些测度指标在优化配置模型中表现如何，亟待
通过基于真实案例的比较研究来回答。

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常见的空间公平测度指标，构建并比较基于这些指标的
MAE模型。一方面从理论上解析各个测度指标的空间公平内涵；另一方面基于深圳市医
疗设施案例，比较各个指标在优化配置研究中的表现。医疗设施是设施优化配置模型的
典型应用场景[1, 20, 22]，因此以医疗设施为例具有代表性。本文在方法上的创新在于，针对
MAE模型中仅采用方差指标作为目标函数的不足，引入另外9个常用空间公平测度指标
作为改进MAE模型的目标函数，并通过比较发现基于变异系数、平均绝对偏差和帕尔玛
比值3个指标的改进MAE模型在理论内涵和优化效果方面的综合表现最好。本文进一步
推进了空间公平导向设施优化配置模型的发展，对于地理学关于空间公平理论与分析方
法的讨论也提供了有益探索。在实践意义方面，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的空间落
实、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提供了更加科学且可操作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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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深圳市 2020年常住总人口达 1756万人，相较于 2010年

增长714万人。由于深汕特别合作区与深圳原辖区距离较远，因此研究中未考虑。研究
区包括9个市辖区及1个新区，陆域面积1997 km2 （图1）。根据已有研究[37-38]，深圳综合
医院的空间分布不均，医疗可达性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格局，医疗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存
在空间不匹配的问题。由此可见，医疗资源的空间不公平是深圳医疗资源布局面临的一
个重要问题，也使得深圳市医疗设施适宜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3类：① 人口数据来源于深圳各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中的
街道尺度常住人口数据，共74个街道单元。② 医疗设施数据，包括地址及医生数属性，
来源于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收集时间为2021年7月，并采用百度地图地址编码应用
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转换为标准地理坐标。研究中仅考虑
已定级的71家综合医院，总医生数量为19924人。③ 出行时间数据，采用百度地图路线
规划API测算。为反映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的多样性，分别采用驾车规划和公交规划API
测算了两种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由于街道单元面积较大，容易增大分析误差，本文在
社区尺度测算出行时间。社区列表及人口数据来源于深圳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共
包括771个社区。首先，以社区服务中心为出发点，医院为目的点，测算每个社区到每
家医院的驾车、公交方式最短出行时间；然后，根据社区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平均，得到
各街道到医院的出行时间；最后，根据各区机动化出行中驾车和公交方式的分担率[39]，
得到多交通方式的平均出行时间。
2.2 研究方法
2.2.1 空间可达性评价方法 空间可达性是指各地区居民获取公共服务等资源的潜在机会
和难易程度[1]，测度方法非常多样，如最近距离法、供需比例法、累积机会法、重力模型
法、两步移动搜寻法等[10, 13]。可达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土地利用因素（即设
施分布）、交通因素、时间因素和个人因素[40]。其中，设施分布及其与需求分布的关系和
交通方式是空间可达性研究中的关键因素 [1]。两步移动搜寻法 （Two- step Floating

图1 深圳市行政区划及人口和现状医疗设施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population and healthcare facilities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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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ment Area, 2SFCA）是应用最广泛的空间可达性评价方法之一，具有考虑因素较为
综合、计算过程和结果易于理解等优势[1]。针对传统2SFCA方法忽略搜寻区内可达性差
异的不足，很多研究提出改进，加入了不同形式的距离衰减函数[13, 41-42]。本文中采用高斯
型2SFCA，即加入高斯型距离衰减函数的改进2SFCA方法，该方法具有距离衰减效应强
度适中、仅有一个参数的优势[13, 41]。

高斯2SFCA方法原理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根据需求点规模及距离衰减函数值，将
每个设施的资源分配给搜寻区内的需求点；其次，将每个需求点从其搜寻区范围内可达
设施能够竞争得到的资源进行求和，即可得到需求点的可达性值，含义为平均每个需求
者可获得的潜在服务资源量。该方法的计算公式为：

Ai = ∑
j ∈{ }dij ≤ D0

Sj f (dij, D0)∑
k ∈{ }dkj ≤ D0

Pk f (dkj, D0)
（1）

式中：Ai是需求点 i的可达性值；Sj是设施 j的服务规模，本文中为医生数；Pk是需求点 k
的需求量，即常住总人口；dij和dkj分别是需求点和设施之间的交通成本，由综合驾车和
公交模式的出行时间表示；D0为设施的搜寻区半径；f为高斯型距离衰减函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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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模型法与2SFCA法都具备加权平均值恒定性质，即可达性的需求人口加权平均
值恒等于研究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比 [43-44]。高斯型 2SFCA 也继承了这一性质，这为
MAE模型的构建与求解提供了便利。在目标函数的方差指标中，采取人口加权平均可达
性作为可达性均值，在优化模型求解中可以用总供需比替代，该比值是一个常数。
2.2.2 最大可达性均等（MAE）模型 MAE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在满足设施资源投入量和
可达性计算规则等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的设施布局方案，以使得目标函数所表征的空
间公平指标最大化，即可达性差异程度最小化。在MAE模型中，采用方差来测度可达性
的空间差异或空间公平程度，方差越小则空间公平程度越高。MAE模型的目标函数是使
可达性方差最小化，可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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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是可达性，由高斯型2SFCA计算；Pi是需求规模；n是需求点数量；待求解的决
策变量为可达性计算中的供给变量Sj。MAE模型由公式（1）~（3）以及对决策变量Sj的约
束条件构成。在应用中，Sj的设定有3种方式：① 采取给定的设施候选点（即可配置设
施的区位）及给定的设施总规模，对Sj的数值组合进行优化，称为设施资源分配优化问
题[20, 25]；② 考虑在现状设施基础上新增一定数量的设施，对新增设施的区位（即Sj取值
为0或1）进行优化，称为区位优化[27]；③ 将上述两种方式相结合，先进行区位优化，再
进行设施资源优化[28]。然而，后两种问题的求解难度大，且对于新增设施区位和数量的
确定需要较多论证。考虑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模型比较研究，且深圳市目前综合医院的
分布较为分散，因此仅考虑设施资源分配优化问题。MAE模型的求解采取粒子群优化算
法，该算法的有效性和效率已在研究[25-26, 45]中得到验证。需指出的是，本文根据各个模型
中采用的空间公平目标函数形式，对粒子群优化算法的适应函数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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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空间公平及其测度指标 空间公平是一个内涵丰富但无统一定义的概念。社会公平
主要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而空间公平则通常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46]。本文中
医疗服务公平性主要是指空间公平。均等（equality）和公平（equity）是两个联系密切
但又存在差异的概念，均等强调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的个体或群体应获得同等的机会，而
公平则强调应向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个体或群体提供更多的机会，以让他们达到同样的
结果；因此，公平通常难以形成统一定义且难以测度，而均等则更加易于量化研究[46]。
也有研究指出均等是实现公平的基础，公平的内涵包括资源利用的均等、按需分配、可
达性的均等以及结果的均等4个维度[35]。

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前者关注居民获取医疗服务的潜在机
会是否公平，而后者强调医疗服务的结果或效果的公平[21, 46-47]。如前所述，可达性指标常
用于衡量不同地区居民获取医疗服务的潜在机会数量，由医疗服务空间分布及其与需求
人口的空间关系决定。因此，可达性的公平程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医疗服务的机会公平，
且易于与空间规划中对医疗设施的布局规划相衔接。此外，一些研究也表明，医疗服务
可达性确实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就医[48]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49]。因此，可达性所反映的机
会公平，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医疗服务的结果公平。

在空间公平导向的设施优化配置研究中，着力点是尽可能缩小公共服务可达性在不
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提高可达性的均等程度，以促进公共服务的空间公平。事实上，
在 MAE 模型命名采用的是“equality”一词。尽管在此前研究 [21, 26]中将 MAE 模型译为

“最大可达性公平模型”，本文认为应保持中英文概念的一致性，译为“最大可达性均等
模型”。由于空间可达性指标通常综合考虑了医疗服务的需求、供给及供需之间的空间关
系和交通成本，因此基于空间可达性的均等性来界定空间公平，实际上是在寻求提升医
疗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匹配程度。

原始MAE模型中采用方差指标来测度可达性的空间公平程度，使得构建的优化模型
可以转换为二次规划问题进行求解[20]。除方差指标外，还有很多种指标可以测度空间公
平，已有多项研究[21, 33-36]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总结。然而，目前对于方差指标的效果，尤其
是与其他指标相比较时的表现，仍然缺乏研究。本文选出表1所列的10种测度指标，并
根据空间公平的内涵进行解读和调整。通过各个模型优化效果的比较，选择效果最好的
空间公平指标，替换MAE模型中作为目标函数的方差指标，以对模型进行改进。

方差和标准差是用于测度数据差异程度的基础指标。本文对方差和标准差指标进行
了两处调整：① 用可达性的人口加权平均值表示平均值，如前所述，人口加权平均可达
性恒等于总供给与需求之比；② 对每个单元的可达性与加权平均可达性偏差的平方项进
行人口加权，以考虑不同单元的人口规模差异，反映基于“人”而不是空间单元的空间
公平。类似地，在变异系数和平均绝对偏差指标中，也对各单元的可达性差异值进行人
口加权平均，以更好地反映基于人的空间公平，在后文中不再赘述。

变异系数由标准差除以平均值所得，可以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对于MAE模型应用
而言，可达性数据是给定的，因此变异系数和标准差的作用应是等价的。

上述3个指标中，都包含可达性与均值偏差的平方项，对于可达性高值和低值较为
敏感[21]。相比之下，平均绝对偏差指标利用偏差的绝对值来衡量差异，具体是以人口为
权重对各单元可达性与加权平均可达性的绝对偏差进行加权平均。

基尼系数是收入差距等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指标之一，有两种不同算法：第一种是根
据洛伦兹曲线进行计算[50]，原理易于直观理解，但不便于进行数值计算；另一种是如表1
所示的公式，原理是比较任意两个单元可达性之间的绝对差异，求和之后除以相应平衡
项。基尼系数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大说明可达性的差异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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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标都考虑了所有空间单元的可达性情况，而在最大偏差、最小值最大化、值
域和帕尔玛比值4个指标中，只考虑可达性的部分特殊值。最大偏差指标衡量各空间单
元可达性与平均值的最大绝对偏差，可能来源于最大值或最小值。值域指标衡量可达性
的取值范围，即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间隔。最小值最大化指标则不关注高于平均值的
部分，只关注可达性的最小值，在优化中旨在使可达性最小值的最大化。帕尔玛比值反
映的是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所占收入份额与最差40%人口所占份额的比值，在近些年的
收入差距研究中逐渐替代基尼系数[51]。

泰尔指数是一种常用的基于信息论的不确定性测度指标，通常也用于测度数据的差
异程度。它的一个重要优势是能够将总体差异分解至多个空间尺度，但在本文中暂不需
要使用这一性质。在10个指标中，只有最小值最大化指标对空间公平的作用方向为正，
即指标值越大意味着空间公平程度越高，其他指标均相反。因此，在优化模型的目标函
数中，对最小值最大化指标进行最大化，对其他指标则进行最小化。
2.2.4 不同模型优化结果的比较方法 从两个方面对不同模型的优化结果进行比较，以综
合评价各模型的效果。一是利用最大值、最小值、中位数和标准差等统计指标，对不同
模型优化后设施规模和可达性的分布进行比较。此外，还绘制可达性的分布曲线和洛伦
兹曲线，可以全面考察可达性的分布情况。二是对不同模型的优化结果进行交叉比较。
具体思路为，每个模型的优化可达性是在该模型的空间公平测度指标最优化目标下，所
得到的最优可达性。在交叉比较中，将每个模型的优化可达性都采用10个空间公平测度
指标分别进行评价，从而反映各个模型结果在不同空间公平测度指标下的综合表现，选
出总体优化效果最好的指标和优化模型。

3 结果分析

3.1 现状可达性的空间公平评价
本文采用高斯2SFCA测算了深圳市现状医疗服务可达性，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分

表1 主要空间公平测度指标
Tab. 1 Selected measures of spatial equity

指标

方差(VAR)

变异系数(CV)

基尼系数(Gini)

值域(Range)

帕尔玛比值(Palma)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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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40%单元所占可达性份额

指标

标准差(SD)

平均绝对偏差(MAD)

最大偏差(MaxD)

最小值最大化(MaxMin)

泰尔指数(Th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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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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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i 和 Aj 是需求点 i和 j的可达性；Ā 是可达性的人口加权平均值；Pi 是需求点 i人口数量；A和P是可达性和人口

的总和；n是需求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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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如图2所示。深圳现状医疗服务可达性分布并不均衡，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优于外围
地区、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的特点。市域西北部是医疗可达性最薄弱的地区，包括光
明区及宝安区和龙华区的北部。这说明目前深圳医疗资源配置与人口之间存在较明显的
空间不匹配问题。

表2中展示了深圳市基于不同指标测度的现状医疗服务可达性空间公平结果。从基
尼系数来看，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大于0.4时意味着明显的收入差距，因此深圳现状医疗服
务可达性呈现一定的空间差异，但差异程度较为适中。标准差衡量的是平均意义上每个
评价单元可达性与加权平均可达性的差异程度，是加权平均可达性（1.139×10-3人）的
0.319倍。变异系数正好是该比值，可以较为直观地理解其数值。平均绝对偏差与标准差
的含义类似，但处理方式不同，相较于标准差和方差对偏差的敏感性较为适中，从指标
取值看平均绝对偏差确实比标准差更小。最大偏差、值域和最小值最大化3个指标的原
理类似，3个指标都只考虑可达性的极值，没有考虑所有单元的可达性水平。在收入差
距领域，现实的帕尔玛比值通常大于 1，因此帕尔玛比值意味着深圳现状医疗可达性的
差异程度相对适中。

3.2 不同模型优化结果比较
图3中利用箱型图对不同模型优化设施规模和可达性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箱形图

的优势是能够排除异常值，图中方框上下边界分别反映指标的上、下四分位数，方框中
红色横线表示中位数，方框外的黑色横线表示非异常数值的上限和下限，红色“+”表示
异常数值。如图3a所示，在VAR、SD、CV和Theil模型中，优化设施规模的中位数非常
接近下四分位数，说明优化结果中有很多小规模（接近模型设定的规模下限20个医生）
的设施，优化结果与实际中的医疗设施规模分布不符合。其他6个模型的优化设施规模

图2 2020年深圳市现状医疗可达性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actual healthcare accessibility in Shenzhen in 2020

表2 深圳现状医疗服务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测度
Tab. 2 Results of the spatial equity of actual healthcare accessibility in Shenzhen

指标

结果

指标

结果

方差(VAR)

1.323×10-7

最大偏差(MaxD)

7.758×10-4

标准差(SD)

3.638×10-4

值域(Range)

1.4×10-3

变异系数(CV)

0.319

最小值最大化(MaxMin)

4.942×10-4

平均绝对偏差(MAD)

2.874×10-4

帕尔玛比值(Palma)

0.522

基尼系数(Gini)

0.325

泰尔指数(Theil)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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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则较为合理。如图3b所示，在MAD、Gini和Palma模型中，优化可达性分布较为紧
凑，其次是SD、CV和Theil模型，前2个模型的分布非常类似。综合这两方面，MAD、
Gini和Palma 3个模型的优化结果表现较好。

图4展示了10个模型得到的优化可达性之间的相关系数，以比较模型优化结果之间
的相关性。VAR、SD和CV 3个模型的优化可达性高度相关，因为3个模型的空间公平测
度指标在数学上可以直接转换。Palma和Theil模型的优化可达性与上述 3个模型结果也
呈高度相关。此外，MAD与Gini模型、MaxD与Range模型之间相关性较高，而MaxMin
模型优化结果与其他模型的相关性相对较低。图4最后一列统计了每个模型优化结果与
其他模型相关系数的平均值，可以反映每个模型与其他模型的总体相关情况。总体而言，
VAR、SD、CV、Palma和Theil 5个模型的优化可达性结果非常类似，MAD和Gini模型
为第二梯队，MaxD和Range模型为第三梯队，MaxMin模型与其他模型结果相关性最低。

本文绘制了每个模型优化可达性的洛伦兹曲线，但由于优化可达性的差异程度都较
小，洛伦兹曲线形状较接近，难以直观比较。因此，本文绘制了各个模型优化可达性的
帕尔玛比值分布图，包括前10%和后40%空间单元的可达性占比、两者之间的比值（即

图3 不同模型的优化设施规模和可达性统计比较
Fig. 3 Comparisons of optimal facility sizes and accessibility of various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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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玛比值）（图 5）。帕尔玛比值的优势在于可以揭示较高的不公平程度是来自于高值
区还是低值区。可见，Palma模型优化结果中，后 40%单元的可达性占比并非最高，前
10%单元可达性占比也没有明显低于其他模型，但由于在两个方面表现都较好，因此帕
尔玛比值最小。相比之下，MAD和Gini模型中，虽然后40%单元的可达性占比较高，但
前10%单元可达性占比也较高，因此帕尔玛比值较大。而MaxD和Range模型则相反，较

图4 不同模型的优化可达性的相关系数
Fig. 4 Correlations between optimal accessibility of various models

图5 不同模型优化可达性的帕尔玛比值比较
Fig. 5 Comparisons of Palma ratios for optimal accessibility of various models

482



2期 陶卓霖 等：空间公平导向的城市医疗设施优化配置模型研究

大的帕尔玛比值主要是由于后40%单元的可达性占比较低。MaxMin模型则在高值区和低
值区的表现都较差，因此帕尔玛比值明显大于其他模型，说明该模型虽然尽可能地提高
了可达性的最低值，但对于后40%低值区的可达性提升并不明显，同时也加剧了高值区
的优势，总体对空间公平的优化效果较差。

进一步对不同模型的优化结果进行交叉评估，即将每个模型的优化可达性，用10个
空间公平测度指标进行评估（图 6）。由于测度指标的方向不同，MaxMin指标值越大意
味着空间公平测度高，而其他指标相反。此外，不同指标的取值范围也存在差异。因
此，图6中对所有指标评价值进行了标准化，标准化后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表示空间
公平程度越高。可见，不同模型交叉评估结果与图4中的优化可达性相关系数情况较为
类似，VAR、SD、CV、Palma和Theil 5个模型的优化效果关联性较强，MAD与Gini模
型之间关联较强，MaxD与Range模型关联较强，MaxMin模型与其他模型的关联最弱。
从每个模型优化结果在10个测度指标下的平均表现来看，Theil、VAR、SD和CV模型最
好，Palma模型其次，Gini、Range和MaxD模型处于第三梯队，MAD模型处于第四梯
队，MaxMin模型最差。

综合上述比较，CV、MAD和Palma 3个模型的总体表现较好。VAR和SD模型与CV
在数学原理上等价，评价结果也接近，但CV指标便于进行解读，因此建议这3个模型中
优先使用CV模型。Theil模型的表现也较好，与CV、Palma模型类似，但Theil指数没有
明确现实含义，不利于进行空间公平的解读，因此本文不作为推荐模型。为更全面地分
析各个模型的优化可达性分布情况，图7中绘制了CV、MAD和Palma 3个模型优化可达
性的降序分布。此外，MaxMin模型优化结果较为特殊，以及加权平均可达性，也加入
图中作为参考。CV、MAD和Palma 3个模型的优化可达性分布与加权平均可达性的契合
程度较好，大部分单元的可达性与加权平均可达性较为接近。其中，MAD模型优化可达
性在中值区与加权平均可达性的契合程度最高，而CV和MAD模型在高值区和低值区的
优化效果较好。相比之下，MaxMin模型虽然很好地提高了可达性最小值，但代价是大
部分单元的可达性与加权平均可达性的差异较大。

图6 不同模型优化结果与空间公平指标的交叉评估
Fig. 6 Performance of each model in terms of various spatial equit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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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结果的空间分布
图 8 展示了 CV、MAD 和 Palma 3

个模型优化可达性的空间分布，类似

地也加入了 MaxMin 模型的结果作为

参照。图 8 中均以可达性的加权平均

值加减标准差作为分段值。在 CV、

MAD和 Palma 3个模型的结果中，大

部分街道单元的优化可达性都位于可

达性加权平均值加减标准差的取值范

围内，可达性空间公平程度较高。此

外，3 个模型中的可达性高值和低值

区较为一致，反映出模型优化结果的

稳定性。其中，高值区可能是由于现

状医疗设施较密集、交通可达性较

好；而低值区则相反，需要新建医疗

设施或改善交通条件才能进一步提升

医疗服务可达性。在 3 个模型中，

Palma模型优化结果中的高值区和低值区最少。作为对比，在MaxMin模型结果中高值区

和低值区都较多，对空间公平的优化效果较差。

图8 部分模型优化可达性的空间分布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ptimal accessibility of selected models

图7 部分模型优化可达性的降序分布对比
Fig. 7 Distribution of optimal accessibility in descending order

of selected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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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空间公平导向的设施优化配置模型是地理学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的重要途
径，最大可达性均等（MAE）模型是该领域的重要方法进展。但目前MAE模型应用中
主要是基于方差指标，对于其他空间公平测度指标的探讨仍较缺乏，使得优化配置模型
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性均较薄弱。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研究中提出的空间公平测度指
标，从医疗服务空间公平的角度对这些指标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以深圳市医疗设施为
例对基于这些指标的MAE模型进行了应用和综合比较评估，以识别出综合优化效果较好
的空间公平测度指标和优化模型。模型构建涉及的可达性、空间公平等关键概念对于医
疗设施以外的其他类型点状公共服务设施也具有通用性，因此研究中对MAE模型的改进
对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也具有应用前景。

（1）从空间公平内涵来看，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平均绝对偏差和
泰尔指数等指标都考虑了每个空间单元的可达性差异程度，能够较好地从可达性总体差
异的角度反映公共服务空间公平。但这些指标对差异程度的衡量方式不同：方差、标准
差和变异系数都依赖于可达性差异的平方项，因此对可达性高值和低值较为敏感；平均
绝对偏差指标采用绝对值计算来衡量可达性差异，对可达性差异的敏感性较为适中；基
尼系数指标对任意两个单元间的可达性差异都予以考虑，是收入差距等社会经济领域公
平性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泰尔指数基于信息论方法来衡量可达性差异，但评价结果的
现实含义不易于理解。此外，帕尔玛比值虽然没有考虑所有空间单元，但考虑最关键的
两部分空间单元（即可达性水平前10%和后40%单元）的可达性情况，因此也能较好反
映公共服务的空间公平。最后，最大偏差、值域和最小值最大化3个指标只考虑可达性
的极值情况，对所有空间单元可达性差异的考虑较为片面，适用于某些特殊的应用情
景。总体而言，根据指标内涵方面的讨论，本文建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平均绝对偏
差和帕尔玛比值等4个指标较为适用于公共服务的空间公平优化研究。

（2）通过优化设施规模和可达性分布、相关系数和优化结果交叉评估等角度，对10

个优化模型的实际效果进行了综合比较。总体而言，基于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帕
尔玛比值、平均绝对偏差和泰尔指数的MAE模型表现较好，基于最小值最大化指标的模
型表现明显差于其他模型。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优势，本文认为变异系数、平均绝对偏差和帕尔玛比值3个指
标的综合表现最好，能够较好地测度公共服务可达性空间公平，基于这3个指标的最大
可达性均等模型能够得到较好的优化效果，明显提升公共服务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以
这3个指标替换传统MAE模型中作为目标函数的方差指标，可以得到优化效果更好的改
进MAE模型。表3中总结了3个改进模型的表达形式和优势。

如前所述，空间公平是一个难以统一定义的概念，在学术讨论中也仍存在不同观
点。本文着重从不同地区可达性总体差异的角度来测度公共服务空间公平。在分析的10
个空间公平测度指标中，也有一些指标关注可达性极值对空间公平的影响，如最大偏
差、值域和最小值最大化指标。但根据模型效果评估，这3个指标虽然较好地优化了可
达性极值，但对于可达性总体差异的优化效果相对其他指标更差。尽管如此，不同空间
公平测度指标可能适用于不同政策情景，对多个指标进行组合运用也可能提升综合优化
效果，对于这些问题还需更深入的研究来探讨。

此外，本文也还存在一些不足：① 本文仅针对深圳市医疗设施案例进行了模型应用

与比较，研究结论对于其他地区或其他类型设施是否具有普适性还需后续研究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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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② 虽然本文中考虑了已有研究中10种讨论较多的空间公平测度指标，但还有一些

指标尚未涉及，在后续研究中有待进一步补充。③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模型比较，因

此优化情景设置较为简单，后续研究需进一步完善优化情景设置，以更好地与公共服务

设施规划实践相结合。④ 本文关注了可达性的空间公平，对于公平内涵的反映仍局限于

机会公平，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公共服务的结果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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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spatial equity-oriented location-allocation models
of urban medical facilities

TAO Zhuolin, DAI Teqi, SONG Changqing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Rational configuration and spatial equity of urban medical faciliti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geography. The Maximal Accessibility Equality (MAE) model is an important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spatial equity- oriented location- allocation model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equity measures in MAE models. Aiming to fill this
research gap,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spatial equity of medical
accessibility. Based on a review of existing studies, 10 spatial equity measures a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in this study. The MAE mode is extended by incorporating these measures. Using
medical facilities in Shenzhen as a case study, these improved models are applied, evaluated
and compar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re drawn: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 behind the measure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Gini coefficient, Mean
Absolute Deviation (MAD) and Palma ratio are appropriate for public service spatial equity
studies. (2)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models, the improved MAE models incorporating
Variance, Standard Deviation, CV, Palma ratio, MAD and Theil index are advantageous. (3)
Overall, three measures, including CV, MAD and Palma ratio, are suggested for measuring and
optimizing the spatial equity of medical services. Improved MAE models adopting these three
measures as objective function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patial equity of accessibility to
medical service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improving the spatial equity-
oriented location-allocation models. It can provide scientific methods for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Keywords: spatial equity; location- allocation models; medical facilities; accessibility;
disparity; equality

489


